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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重要论述的
当代启示* ①

张乃和

【提要】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没有专门系统地论述过历史文献问题，但他们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
论述十分丰富。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收集、整理和运用历史文献的一把“钥匙”。他们不
仅重视历史文献的形式，而且重视历史文献的内容，尤其强调历史文献的社会主体性。只有这样，人
们才能从本体论上科学、完整地把握历史文献的本质和特征。在认识历史文献的过程中，马克思恩
格斯指出错误史观对认识历史文献的危害，概括了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辩证发展过

程。在历史文献引用规范上，他们提出了历史文献引用的四原则，并通过驳斥西方资产阶级学者所
谓的“捏造引文问题”，牢牢确立了这些原则，至今对学界仍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马克思 恩格斯 唯物史观 历史文献 历史文献学

我们通常所说的历史文献是指包含有文字信息的史料。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历史文献总量呈现
爆发式增长，如盖尔学术资源( Gale Scholar) 就收录了约 1. 7 亿页文献。如何在大数据时代查找、收
集、解读和利用所需历史文献，已引起国内学者的高度关注。① “互联网的发达，网上资料的数据库
发展迅速，甚至一些手稿也上了网，问题再也不是过去缺乏原始资料的问题，而是要看研究者如何分

析资料、如何得出结论的水平了。”②这就要求我们比以往更加重视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学是历史
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它不仅研究历史文献的产生、保存、传播与利用，而且还研究人们的历史文献思
想、理论和方法。然而，这一学科在国内发展不太平衡。中国史学科的历史文献学已获得长足发展，
并密切关注着外国历史文献学的进展。③ 世界史学科的历史文献学研究相对比较薄弱。就笔者所
见，国内学者对西方古典文献学、校勘学等方面关注较多，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就，④但对世界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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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学角度探讨一般文献学的论文，恕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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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法等问题的关注还不够。① 国外学术界早在 1895 年就成立了国际文献学
联合会( The Federation International de Documentation，FID) 。② 为应对大数据时代对历史研究提出的
挑战，2007 年柏林 － 勃兰登堡科学院设立了“欧洲历史文献学”( The European Historical
Bibliographies，EHB) 项目。③ 2016 年《过去与现在》杂志出版增刊，专题探讨“档案社会史: 近代早期
欧洲档案保管”问题。④ 同时，有学者已经着手建立世界历史档案馆，展开全球历史信息协作与分析
工作。⑤

然而，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较多关注历史文献的查找、收集、解读和利用，却较少关注历史文献
思想、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问题，更少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正如有学者指
出:“对于文献学的理论探索，历来有一种偏见，认为文献学研究只有方法，没有理论，也不需要理论。
受此影响，多年来文献学的理论建设比较薄弱。”⑥本文将尝试解析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的重
要论述及其当代启示，以期推动中国的历史文献学建设，从而加快建设中国特色的历史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一、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

马克思在 1856 年 2 月 12 日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谈到，他在英国博物馆发现了许多历史文
献，这些历史文献涉及 17 世纪末和 18 世纪最初几十年俄国沙皇彼得一世与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之
间的斗争，以及英国在其中“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⑦ 在谈到 1717 年伦敦出版的两部历史文献时，
马克思说它们“当然是一切历史家所悉知的，但是他们没有可以用来理解它们的钥匙”。⑧ 只有马克
思科学地解读和利用这些文献，并撰写了《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他不仅集中阐释了历史唯物主义
的外交思想，而且为我们找到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那么，马克思所说的这把“钥匙”究竟是什
么呢?

让我们遵循马克思的脚步来寻找这把“钥匙”。首先，马克思清晰地梳理了这些文献的作者及其
时代、版本及主要内容等情况。他把有关的备忘录、条约、信件以及反映历史事件当事人意见的小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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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方面，近年来主要有齐世荣的《史料五讲》( 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刘家和的《古代中国与世界》( 北京师范大学
出版社 2010 年版) 以及刘家和主编的《中西古代历史、史学与理论比较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年版) 等。苏联学者柳
勃林斯卡娅的《中世纪史料学》( 庞卓恒、李琳等译，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 ，是国内正式出版的首部中世纪史料学著作。此外，
李剑鸣的《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 上海三联书店 2007 年版) 、朱孝远的《如何学习研究世界史》(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
版) 、孟广林的《西方历史文献选读》( 5 卷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 等著作，均涉及世界史的历史文献学的一般理论
方法问题，但未展开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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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等原始文献视为“主要资料”，把有关的历史著作和小册子等次级文献视为重要补充，并使这些文
献之间相互印证，形成了完整的历史文献链条。① 接着，在解读和利用这些文献的过程中，马克思关
注了这些文献的形式。在重点引用一些信件时，他不仅指出了这些信件均属于“秘密通信”，而且还
注意到英国人的信件在谈到俄国及沙皇时“是诚惶诚恐、卑躬屈节和唯唯诺诺的语调”，而俄国人则
“充满着模棱两可的气味”。② 当然，更重要的是，马克思独辟蹊径，深刻理解这些文献的内容，揭示
了历史现象的本质。他指出，这些历史文献不仅反映英俄关系以及欧洲国际关系的历史连续性，而
且揭示了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即英国商人为维护其自身利益而不惜与沙皇专制的俄国结为同盟:“在
‘光荣革命＇后靠牺牲英国人民大众利益而篡夺了财富和政权的寡头政治集团，当然迫不得已不仅要
在国外而且要在国内寻求同盟者。他们找到的国内同盟者，就是法国人所称呼的大资产阶级，即: 英
格兰银行、放债者、国家债权人、东印度公司及其他贸易公司、大实业家等等。他们是如何细心维护
这个阶级的物质利益，可以从他们的全部国内立法看出来，如银行法、保护关税实施法、济贫法等等。
至于他们的对外政策，他们则要使它至少看起来具有完全受商业利益支配的外表，由于内阁的这项

或那项措施当然总是会符合这个阶级的这个或那个小集团的特殊利益。”③在这里，马克思从经济社
会生活的历史实际出发，运用阶级分析方法，科学地理解了这些文献的丰富内容，揭示了 18 世纪欧
洲外交背后的复杂阶级关系和根本动因。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从 1844 年共同撰写《德意志意识形态》到 1856 年马克思撰写《十八世纪外

交史内幕》，不仅创立了唯物史观，而且还把它作为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正如马克思 1859 年初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总结的那样，“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
作的总的结果，可以简要地表述如下”，接着他对唯物史观进行了系统阐述。④ 为了进一步检验唯物
史观的科学性，马克思经过长期研究，于 1867 年出版了《资本论》第 1 卷。马克思在该卷的第一版序
言中明确指出，他是以英国为典型实例，以英国的社会统计资料为主要历史文献依据，以科学的客观

态度，“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
运动规律”。⑤《资本论》第 1 卷甫一出版，恩格斯就为之撰写书评，指出该书“对于论题的切实的正
面叙述”，“直接丰富了科学。作者在那里用完全新的唯物主义的自然历史的方法考察了经济关
系”。⑥ 不仅如此，恩格斯还说:“这本书，不管它的倾向如何，包含着值得所有的人注意的科学研究
和实际材料”; 这是因为马克思不仅坚持和运用唯物史观进行研究，而且通过科学研究和历史文献来
检验和发展唯物史观，“他没有一个地方以事实去迁就自己的理论，相反地，他力图把自己的理论表
现为事实的结果。这些事实他总是取自最好的来源，而涉及现代的情况时，则取自真实的可是德国
还不知道的来源，即英国议会的报告”。⑦ 马克思正是以科学的客观态度，以令人信服的历史文献基
础来检验和发展理论，这就使理论具有令人信服的科学性和说服力。因此，恩格斯在 1886 年为《资
本论》英译版所写的序言中说:“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

83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版) 第 29 卷，第 11—1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版) 第 44 卷，人民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267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版) 第 44 卷，第 292—293 页。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91—592 页。
《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8—10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版) 第 16 卷，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254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 1 版) 第 16 卷，第 257—258 页。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重要论述的当代启示

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①这就是说，马克思正是通过研究英国经济史
和经济状况进一步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列宁也指出，“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主义历
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从而使唯物史观成为“唯一科学的历史观”。②

唯物史观不仅是科学的历史观，而且是科学的方法论。恩格斯指出:“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
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③恩格斯进一步指出:“这种观点
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

是由此产生的社会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④但是，作为唯一科学的唯物
史观并不能代替实际的历史研究本身。因此，恩格斯大力提倡，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必须重新研究
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
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提倡“下一番功夫去钻研经济学、经济学史、商业史、工业史、农业史和
社会形态发展史”。⑤ 唯物史观的创立，对开展科学的历史文献研究从而推动史学发展，具有开创性
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资本论》不仅证明了唯物史观的科学性，而且还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理解历史

文献的典范。恩格斯在为《资本论》第 1 卷所写的书评中，特别指出马克思这部经典著作对科学理解
历史文献的贡献。恩格斯说:“我们不能不注意，他同时向我们提供了大量极有价值的历史材料和统
计材料，这些材料几乎毫无例外地全部是从各种调查委员会向英国议会所做的正式报告中拿来

的。”⑥在英国，议会的委员会制度始于 14 世纪，到 16 世纪中叶已基本成型，是调查经济社会状况以
及法律状况的重要制度。⑦ 1836 年，英国议会对特别委员会进行了改革，委员会成员数量稳定在 15
名，成员名单向社会公布，委员会成员向证人或专家所提出的问题应以速记的方式确定下来，从而大

大提高了委员会报告的准确性和可信度。⑧ 因此，作为历史文献，即使在西方学界，也都认为英国议
会委员会报告文本内容质量很高。⑨ 马克思恩格斯不仅从形式上而且更从文献内容上高度重视委员
会所提供的材料。马克思在《资本论》第 1 版序言中明确指出，英国“定期指派委员会去调查经济状
况”，这些委员会“有全权去揭发真相”，他们调查的对象有“工厂视察员”“医生”及“调查女工童工
受剥削的情况以及居住和营养条件等等”，因而“内行、公正、坚决”。瑏瑠 恩格斯也指出: “这样的委员
会———当然，如果有合适的人在里面———对于人民来说，是认识自己的最好的手段。”瑏瑡恩格斯还以
英国的调查委员会对工业部门劳动条件的调查为例，具体说明了这一点。瑏瑢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之所
以高度重视英国调查委员会的材料，主要是因为这些材料来自人民大众，贴近社会生活实际，具有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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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的代表性，因而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可信度。这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更加重视历史文献的社会
主体性内容，而不是其外在形式和类型。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调查委员会的文献在马克思恩
格斯看来才更加真实、准确、可信。
马克思恩格斯坚持从历史文献形成的主体性源头上严格把握历史文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具有

深刻的历史文献本体论意蕴，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国学者提出的史源学理论无疑具有重要启示。中国
学者在理解历史文献时不仅关注文献本身的“书谱”，还关注文献责任者的“学谱”。① 欲知其书，必
先知其人; 欲知其人，必先知其世。正如孟子所言: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 是以论其世
也。”②这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息息相通。

二、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史实际

一旦找到了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历史文献的价值就能够被发掘出来，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
识历史实际的科学历史研究之路也就能打通了。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认识历史文献的基础性和重要性。马克思指出，认识历史文献是认识历史实

际的基础，而认识历史文献有两种不同的路径: 一是“使众所周知的材料具有新的意义”; 二是“提供
新的材料，以便对历史作出新的说明”。③ 归根到底，这两种路径都是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本依据
的。恩格斯在整理和研究有关爱尔兰问题的历史文献时曾致信马克思说:“糟糕的是，并不总是能弄
到第一手材料，可以从中搞到比加工过的资料中要多得多的东西，因为加工过的资料把原来简单明

了的地方都弄糊涂，弄混乱了。”④可见，认识历史文献是基础，也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功，尤其是认
识原始的历史文献比认识二手文献更重要。
在认识历史文献时，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揭露了不同利益诉求对文献的恶意曲解、误解甚至篡

改等错误行为，以及枉顾史实、蓄意编造、捏造甚至臆想历史文献的恶劣做法。马克思指出:“政治经
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质，把人们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恶劣的感情，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复仇
女神召唤到战场上来反对自由的科学研究。”⑤正是由于利益和阶级立场的不同，在英法等资本主义
国家，“无私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不偏不倚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⑥

可见，历史文献的认识问题十分复杂，具有很强的社会政治属性。恩格斯也敏锐地注意到这一点。
在谈到俄国人撰写的有关 1812 年战役的文献时，他说: “阐述事实的严谨态度被淹没在滔滔不绝的
浮夸之中，事件的真相按照民族虚荣心的迫切需要被歪曲，在战场上取得的胜利被作者在纸上取得

的更大胜利弄得黯淡无光，而敌人，无论他是谁，都自始至终被竭力贬低。”⑦可见，恩格斯敏锐地注
意到俄国人在民族主义情感影响下创作的文献，歪曲了历史实际，掩盖了历史真相。事实上，现代史
学研究发现，类似的现象在西欧国家的历史上也不少见，如 16 世纪法国档案文献中皇家的赦罪书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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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文学性质”，充满了“虚构的”修饰。① 这说明，即使是原始的历史文献也不能说是完全信实可
靠的，也需要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
只有坚持以科学的唯物史观为指导，我们才能对历史文献进行科学鉴别和批判。恩格斯指出:

“直到现在，关于这个运动的系统的历史只有一个主要的史料来源。这就是所谓的黑书”，“本世纪
两个最卑鄙的警棍制造的这本充满故意捏造的拙劣作品，至今还是一切论述那一时期的非共产主义

著作的重要史料来源。”②这部“黑书”是警察当局为了压制共产主义运动而撰写的，其中不仅有从错
误立场出发叙述的工人运动史，而且还收录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文件、参加运动的“黑名单”及履历
表等，只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这部“黑书”就成为了“珍贵”的文献。③ 不仅如此，恩格斯也注意到错
误的历史观对历史文献保存具有严重的不良影响: “把重大历史事件看做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东西
的这种观念，像历史编纂学本身一样已经很古老了，并且主要是由于这种观念的存在，保留下来的关

于各国人民的发展的材料竟如此之少，而这种发展正是在这个喧嚣的舞台背后悄悄地进行的，并且

起着真正的推动作用。”④在这里，恩格斯重申了人民群众是历史创造者的观点，批判了错误的历史
观，并着重指出错误历史观对历史文献保存的制约作用。
这就极大地拓宽了历史文献的范围，并推动了对历史文献的科学鉴别和批判工作，从根本上打

破了当时以兰克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史学的“原始文献崇拜”。被西方视为现代史学鼻祖的兰克提出，
史学工作者应是“远距离的旁观者”( lookers-on at distance) ，应采取“自然的立场”( natural position)
去叙述历史。⑤ 由此，开始在西方史学界兴起了“原始文献崇拜”。“兰克四原则”，即历史真理的客
观性、事实对于观念的优先性、一切历史事件的唯一独特性、政治的中心地位，成为西方现代历史学
的基本准则。⑥ 马克思恩格斯敏锐地看到，这种史学貌似客观和公正，本质上却是以政治为中心服务
于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史学，因而，他们十分重视扩大历史文献范围，开展科学的历史文献鉴别和批

判。马克思指出:“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
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
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⑦恩格斯把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作品《人间喜剧》视为
重要历史文献:“他汇编了一部完整的法国社会的历史，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 诸如革命以
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 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
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⑧可见，只要坚持唯物史观，我们就能够正确认识历史文献，发掘历史
文献的真正价值，从而避免陷入“原始文献崇拜”的泥潭。
在实际的历史研究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既重视历史文献资料，也重视现实社会调查资料。

马克思曾长期在伦敦“批判地仔细钻研”大量历史文献资料。⑨ 恩格斯曾为撰写《英国工人阶级的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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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既搜集了“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的必要材料”，又“通过亲身观察和亲自交往来直接了
解英国的无产阶级”。① 这是因为“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清晰概况，绝不会在当时就得到，而只有
在事后，即在搜集和整理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② 不仅如此，恩格斯批评了那种面对“史料的矛盾
和自己的疑问”时，“死啃书本的学者”进行考证和整理史料的错误做法，即，不仅缺乏现实观察和实
际交往体验的“阅历”，而且依靠“朴素的理性主义”那种错误的理论指导的做法。③ 这是对那种陷入
繁琐考证甚至企图以考据学代替历史学做法的尖锐批评。因此，马克思恩格斯不仅重视通过亲身观
察和体验所获得的局部真实，而且更重视基于历史文献批判所获得的整体真实，使得从认识历史文

献到认识历史实际的过程成为从现象的具体到理性的具体过程。这就从根本上防止了历史研究的
碎片化、表面化、片面化。
恩格斯还指出历史文献对认识历史实际的限制和决定作用。“认识就其本性而言，或者对漫长

的世代系列来说是相对的而且必然是逐步趋于完善的，或者就像在天体演化学、地质学和人类历史
中一样，由于历史材料不足，甚至永远是有缺陷的和不完善的”，因而真理和谬误都是在特定的有限
范围内才具有绝对意义。④ 这就是说，通过认识历史文献达到认识历史实际的过程，是反复上升的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认识历史文献是基础。在缺乏历史文献的领域，历史就不可能得到认识; 随着新
的历史文献的出现，历史就会被重新认识。因而，人们的历史认识是随着对历史文献的认识而不断
深化的。历史认识的真理是相对性与绝对性的辩证统一，二者统一于人们从认识历史文献到认识历
史实际的活动中。
因此，在现代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认识论以认识历史文献为基础，对科学的有效性做出

了历史性解释，并在历史唯物主义构建起来的社会发展总框架中赋予其明确的描述性的意义，因而

更具有说服力。⑤ 只有在唯物史观指导下，正视因“历史材料不足”而造成的历史认识的“缺陷和不
完善”，我们才能摆脱后现代史学带来的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的困扰。⑥ 后现代史学的所谓
认识论危机或“历史学终结”，模糊了历史认识与文学虚构之间的界限，把历史认识的结果和表达形
式视为历史研究者主观“建构”的结果。⑦ 实质上，这是历史认识的客观性危机，也就是历史认识的
真理性危机，⑧其根源在于违背了唯物史观，割裂了历史认识真理的相对性与绝对性之间的辩证统一

关系。

三、历史文献的引用规范

马克思恩格斯非常重视历史文献的引用规范。历史文献的引用规范主要是引文的真实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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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在引用历史文献时不得随意曲解、更改原文和原意。面对文献引用问题引起的争议，首先应
核实并确保引文与原文在文字表述形式上的一致，其次是要保证引文与原文在文字表达内容上的一

致。在这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提供了科学的方法，树立了光辉榜样。
恩格斯明确地总结了他和马克思在引用历史文献时遵循的四项原则。
首先，在引用时需要弄清引文作者的立场。恩格斯说: “我在引用别人的话时，在大多数场合都

指出引文作者所属的党派。”①即使有时不指出引文作者的党派立场，恩格斯也把立场问题放在首
位。这是因为引文作者党派立场不同，他们对社会历史事实的描述就可能有差别，引文内容就可能
有偏颇之处。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涉猎不同党派立场的文献，运用科学的唯物史观进行鉴别和批
判，才有可能认识到完整的、全面的社会历史实际。否则，“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他们甚至连事实
都看不到，更不用说这些事实所产生的结果了”。② 这是恩格斯对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无视工人
阶级状况的做法的严厉批评，至今对我们仍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其次，在引用时还需要鉴别引文本身的真实性。恩格斯说:“只有当我通过亲身观察了解了真实

情况或者引文作者本身或文章的声望使我确信所引用的证据真实无误的时候，我才引用托利党人或

宪章派的材料。”③这就是说，实际的观察和调查是判断引文真实性的重要依据; 同行以及社会各界
对引文作者和引文本身的评价，也是判断引文真实性的依据之一，但恩格斯更重视实际的观察和调

查，更重视实践的检验。因为，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引文的真实性不仅是指引文形式的真实性，更
是指引文内容的真实性。这就在历史文献引用中贯彻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即人的认识来源于实践
并接受实践检验的基本原理。
第三，在引用时需要注意引文的价值和说服力。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引用了许多官方材料来

评述资本主义制度”，从而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恨”。④ 恩格斯也多次“引用官方文献、议会报告和
政府报告”，来揭露和批判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自相矛盾，同样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愤恨”。⑤ 在马克
思恩格斯看来，在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时，不仅要站在人民的立场，重视利用非官方文献，而且

更要以官方文献揭露和批判官方当局。在这种情况下，引用官方文献的价值就更加明显，因为它有
助于增强文章的说服力和战斗力，从而以鲜明的立场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达到引导和教

育人民大众的目的。因此，在弄清引文作者立场、保证引文真实性的基础上，注意引文的价值和说服
力，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文献论述的重要内涵。
第四，在引用时需要明确引文的目的。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时使用引文有两种

目的。第一种目的是“在大多数场合，也和往常一样，引文是用作证实文中提出的论断的文献上的证
据”。⑥ 在真实性的前提下，引文是用作“简单的例证”。⑦ 第二种目的则不是把引文用作所提出论断
的文献依据，而是用作对正文内容事实的补充。这时，马克思并不表明自己是否承认或赞同引文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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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也不管引文内容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些引证是从科学史上摘引下来并作为注解以充实正文
的”。① 这是对引文及其作者历史地位的尊重，充分表明了马克思的严谨态度和科学精神。恩格斯
指出，即使作为证据或事实补充，引文也会因人们的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而受到质疑。② 这不
仅提醒我们自己在引文时要注意引文的目的，而且在阅读他人的引文时也要注意鉴别和把握其

目的。
当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诽谤马克思所谓的“捏造引文问题”，是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有关历史文献

引用规范思想的典型实例。恩格斯说:“据我所知，马克思的引文的正确性只有一次被人怀疑过。因
为马克思逝世后这段引文的事又被重新提起，所以我不能不讲一讲。”③早在 1864 年，马克思曾引用
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下院的讲话，并着重引用“财富和实力这种令人陶醉的增长”“完全限
于有产阶级”这样一句话。④ 1867 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 1 卷正式出版，其中也引用了上面那句
话。⑤ 然而，到了 1872 年，德国工厂主联盟的机关刊物《协和》杂志上刊登了一篇匿名( 实际上是由
路·布伦坦诺撰写) 文章《卡尔·马克思是怎样引证的》，公开诽谤马克思所引用的那句话是捏造
的。⑥ 这就是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诽谤马克思的所谓“捏造引文问题”。⑦ 马克思亲自撰写两篇文
章予以驳斥。在这两篇文章中，马克思为了证明他所引用的历史文献的真实性，把他所引用的文献
与另外两人所引用的同一文献进行对比之后指出，他们三人的引文完全一致，“一字不差”; 同时，马
克思还比较《泰晤士报》《晨星报》等当时主要报纸的相关报道，并与出版英国议会文件的汉萨德印
刷版本进行逐字逐句的对照，最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所引用文献形式和内容的真实性。⑧ 在马克
思逝世后，剑桥大学一位教授又重提马克思的所谓“捏造引文问题”。恩格斯对此予以坚决驳斥，
明确指出:“这帮大学教授们所策划的在两大国持续 20 年之久的整个这场行动，其结果是任何人
也不敢再怀疑马克思写作上的认真态度了。”⑨1891 年，恩格斯为此专门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所谓
“捏造引文问题”的详细经过以及所有相关文件。瑏瑠 这标志着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问题上获得彻底
的胜利。
马克思恩格斯对所谓“捏造引文问题”的坚决驳斥，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规范引用历史文献的范

例，即文献之间的互证一定要与文献生产者和使用者的社会条件结合起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既
保证引文形式的真实性，又保证引文内容的真实性。
马克思晚年对世界历史的关注，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其关于历史文献引用规范的重要论述提供了

生动的实例。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中，马克思指出梅茵在引用文献时的问题:“只知道译文，
而不知道原文”。瑏瑡 在马克思看来，依据原文的原始文献更重要。马克思还很重视后人的研究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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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文献重要论述的当代启示

批评梅茵“根本不提爱尔兰作家已经谈到的东西( 参看前引哈弗蒂著作) ，却把下面一点当作自己的
发明”。① 在《马克思历史学笔记》中，“马克思在作摘录时并不是简单地复述他所研读的著作文句。
他是一面摘录，一面表达了他对各种历史现象的认识、理解和述评”。② 其中，马克思阅读格林《英国
人民史》的笔记指出，《克拉伦敦条例》为英国“审判立法系统奠定了基础”。③ 仅仅为了这一句判断，
马克思几乎全文摘录了格林一页多的有关论述。④ 在评价罗吉尔·培根时，马克思在全部摘录格林
有关培根的论述后，并未囿于格林对培根的评价，而是一再指出，培根是“唯一杰出的例外”，是“英
国经院哲学中最勇敢的思想家”。⑤ 可见，在引用历史文献时，马克思不仅重视文献形式的真实性，
而且更重视文献内容的真实性。
总之，马克思在引用历史文献时，并不局限于历史文献形式本身，而是在保证引文形式真实性的

同时，遵循历史文献引用的“四原则”，对引文内容进行系统的分析、批判和纠正。

四、总结与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虽然未曾专门系统论述过历史文献问题，但他们有关历史文献的重要论述十分丰

富，体现了深刻的历史文献思想，形成了完整的历史文献理论和方法，开创了现代科学的历史文献

学。马克思恩格斯实现了历史文献学的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从而奠定了现代
科学历史学的基础，从根本上批判了兰克所标榜的“旁观者”立场及其史学原则，揭露了其“原始文
献崇拜”的本质，超越了当时资产阶级史学的局限。这对当今我国历史文献学的建设乃至整个历史
学的发展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第一，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科学地认识历史文献。唯物史观不是一个“套语”，不是一个“标

签”，而是研究工作的指南，是理解历史文献的“钥匙”。在实际的历史文献研究工作中，以唯物史观
为指导，就是要对历史文献的形式和内容进行唯物的、辩证的分析与批判。从本体论意义上看，历史
文献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体。认识历史文献既不能偏重历史文献的文字表述形式，也不能偏重历史
文献的文字表达内容，而要从形式的真实进一步深入到内容的真实中去，把形式和内容二者有机结

合起来; 坚持从历史文献形成的主体性源头上严格把握历史文献的准确性和可信度。只有这样才能
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文献，认识到具有本质规定性的历史实际及其内在规律。
第二，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全面理解和把握历史文献学的理论体系。历史文献学不仅包括历

史文献形式学而且还包括历史文献内容学，是二者有机统一起来的历史学分支学科。因此，历史文
献学不仅要研究历史文献的产生、保存、传播与利用，而且还要研究人们的历史文献思想、理论和方
法。我们对历史文献的评价标准和分类原则不应该拘泥于外在形式，而应着重于其实际的社会主体
内容。由此出发，我们就能够“按照阐明历史过程这一或那一方面的内容”对历史文献进行科学评
价，从而“充分揭示史料内容以及把全部现存史料按各别时期进行划分”，建立“联系到社会关系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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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史料科学分类”。① 这就突破了传统历史文献学重形式轻内容的窠臼，为发展历史文献学提供
崭新思路。
第三，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把历史文献学的理论方法与实际的历史研究工作结合起来。历史

文献本身并不等同于历史真相，它本身不会说话，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坚定地走从认识历史文献

到认识历史实际的科学研究之路，历史文献的价值才能够被发掘出来，历史真相才有可能被揭示出

来，历史规律才有可能被找到。这就要求我们筑牢历史文献学基础。否则，“有一些学术工作者不甚
了解传统的历史资料整理及其成果的重要性，在数字化的‘茫茫大海＇中，并未建立起来扎实的、系统
的历史资料整理的理念和能力，而使自己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从搜索资料到连缀成文的状态，这

就缺少了一个从认识历史资料到认识历史的艰苦过程。”②这就导致许多历史研究成果往往经不起
检验。
在当今大数据时代，历史文献学亟待守正创新、与时俱进。正如有学者敏锐指出: “来自大数据

资源的材料，因其量大和庞杂，在发掘、整理和运用时，还需要花更大力气来做考证和辨析。”③例如，
通过 library genesis网站免费下载的大量 pdf格式的电子版书籍，若限于条件未经核对原书就在历
史研究中加以引用，就有可能出现误引误用等学术规范问题。这是因为有些书籍的电子版与纸版
在文字内容、版权信息甚至书籍页码等方面并不一致。更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化文献的检索功能
在减轻史学工作者文献阅读负担的同时，也可能使人未通读和理解全文就贸然引用，从而出现断

章取义，甚至误解、曲解文献等错误。另外，不同的电子终端设备、阅读软件往往显示的内容和页
码有所不同。至于伪造的电子文献，在网络上比比皆是。因此，只有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加快建设
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历史文献学，并进行大量的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实践，我们才能在实际的历史

研究中准确地理解和运用历史文献，我们的历史研究成果才能经得起检验，我们的历史学才能得

到繁荣和发展。

( 作者张乃和，天津师范大学欧洲文明研究院暨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邮编: 300387)
( 责任编辑:李桂芝)

( 责任校对:董欣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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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the Comments on Historical Document by Marx and Engels / /
Zhang Naihe

Historical document is not a central question in the works by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Yet
both have left ample and significant discussions about the topic. They have pointed out that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s key to collect，document and utiliz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not only to the form but also to the content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y discovered concrete methods，
criticized the fallacies and harms resulted from faulty conceptions of history，and emphasized social
subjectivity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dialectical process of historical conceptualization. As to citation
style，Marx and Engels rejected the so-called“false citation issue”raised by some bourgeoisie scholars，
and established the principle of dialectical unity of form and content in citation，which is still illuminating
for us．

Moder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Culture: A Perspective from Historiography / / Liu Yongxiang，
Chen Qitai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is neither a reje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historiography nor a simple
copy of Western ideas. New historians have discovered modern elements in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which
served as the internal basis for absorbing progressive elements from foreign cultures. The historical
philosophy of the Gongyang School provided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spread of evolutionism. The
people-oriented thought became an important medium for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practice.
The enduring tradition of textual criticism nourished new philological research. The old genres of historical
writing had also been inherited and updated. All of these continuities have testified against some assertions.
For example，some claim that Chinese historiography has lost its identity in modern transformation. Some
argue that there is a broken link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ies. Others believe that
modern historiography is a foreign transplant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the national culture-oriented
consciousness has ru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iography since its very beginning.
Some advocate for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s for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but both are part of the
same genealogy from 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Views on “China”，“Grand Unity”，and “All-under-Heaven” / /
Yang Nianqun

Historians in China have been paying attention to concepts，such as the“Grand Unity，”“China，”
and“All-under-Heaven. ”These concepts are entangled with each another yet with their own distinctive
features as well. The concept of“China”emphasizes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its influ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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